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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记忆与学术人生：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口述历史研究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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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口述历史为主要研究方法， 以学者的学术人生发展历程为主要研究对象， 基于对当代中国

３３ 位新闻传播学者展开的个案研究， 提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学术边界、 学术轨迹、 学术路径、 学术视

野、 学术代际、 学术情怀、 学术争论、 学术身份等八个方面的整体特征， 并进而对口述历史与个体记忆为

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可能带来的启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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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以来， 几代新闻传播学者筚路蓝缕、 上下求索的学术人生构成了展现中国特

色新闻传播学的鲜活窗口， 他们的教育背景、 治学经历、 研究旨趣、 学科见解， 他们的贡献与遗憾、

经验与忧虑、 困境与突破， 他们对前辈的使命继承及其对后学的导引方向， 他们的学术命运与时代、

学科的关联等， 这一切都无疑是探寻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的源头活水， 更是把握与建构中国特色新闻

传播学及其理论基础与学术传统的必要前提。

作为影响和推动学科发展的主体， 新闻传播学者既受到不同时代下学科发展的影响， 又实际参与

了学科的建构， 在个体命运、 群体认同、 社会变迁等一系列作用下， 不同时代的新闻传播学者在继承

与巩固中奠定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命脉， 也在反思与突破中影响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流变。

要找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赖以依存的价值核心， 理解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基石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者的

学术人生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因此， 以当代杰出新闻传播学者的治学路径为研究视角， 通过对

他们的人生阅历、 心路历程、 治学经验以及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建树与思考等， 具体、 生动、 实际地

展现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轨迹与理论脉络， 成了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进程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寻找自

身根基与前进方向的重要使命。

有鉴于此， 笔者以口述历史为主要研究方法， 对 ３３ 位当代中国杰出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历程展开

系统梳理， 力求通过对其学术人生的全面呈现与开掘， 探索个体记忆之下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时代

特征。

具体研究对象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工作院校 籍贯 ／出生地 主要研究领域

１ 甘惜分 男 １９１６ 年 中国人民大学 四川邻水 新闻理论

２ 方汉奇 男 １９２６ 年 中国人民大学 广东普宁 新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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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份 工作院校 籍贯 ／出生地 主要研究领域

３ 丁淦林 男 １９３２ 年 复旦大学 江西南昌 新闻史

４ 张允若 男 １９３５ 年 浙江大学 江苏海门 外国新闻史

５ 赵玉明 男 １９３６ 年 中国传媒大学 山西汾阳 中国广播电视史

６ 曹　 璐 女 １９３７ 年 中国传媒大学 河北保定 广播理论与实务

７ 艾　 丰 男 １９３８ 年 经济日报 河北玉田 新闻实务、 品牌战略

８ 白润生 男 １９３９ 年 中央民族大学 河北雄县 民族新闻史

９ 邱沛篁 男 １９３９ 年 四川大学 重庆 新闻实务

１０ 卓南生 男 １９４２ 年 北京大学 新加坡 新闻史、 日本问题研究

１１ 刘建明 男 １９４２ 年 清华大学 辽宁营口 舆论学、 媒介批评学

１２ 赵传蕙 男 １９４２ 年 天津师范大学 河北抚宁 新闻实务、 公共关系

１３ 吴廷俊 男 １９４５ 年 华中科技大学 湖北天门 中国新闻史、 新闻传播教育

１４ 郑保卫 男 １９４５ 年 中国人民大学 山东高青 新闻理论、 新闻教育、 气候传播

１５ 李良荣 男 １９４６ 年 复旦大学 浙江镇海 新闻理论

１６ 范以锦 男 １９４６ 年 暨南大学 广东大埔 新闻实务、 报业经营管理

１７ 郭镇之 女 １９５１ 年 清华大学 江苏镇江 外国新闻史、 广播电视史

１８ 刘家林 男 １９５３ 年 暨南大学 湖北武昌 中国新闻史

１９ 孟　 建 男 １９５４ 年 复旦大学 江苏常州 新闻传播理论、 视觉文化传播

２０ 刘卫东 男 １９５４ 年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新闻理论

２１ 熊澄宇 男 １９５４ 年 清华大学 江西南昌 新媒体研究、 文化产业

２２ 黄　 瑚 男 １９５５ 年 复旦大学 上海 中国新闻史、 新闻法规与伦理

２３ 尹韵公 男 １９５６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 重庆 新闻传播史

２４ 蔡铭泽 男 １９５６ 年 暨南大学 湖南岳阳 中国新闻史

２５ 芮必峰 男 １９５７ 年 安徽大学 安徽马鞍山 新闻传播理论

２６ 潘忠党 男 １９５８ 年 （美） 威斯康星大学 安徽黄山 新闻传播理论

２７ 程曼丽 女 １９５８ 年 北京大学 江苏宿迁 世界新闻传播史、 国际传播

２８ 李　 彬 男 １９５９ 年 清华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新闻史、 传播学

２９ 魏　 然 男 １９６２ 年 （美） 南卡罗莱纳大学 河南 （美籍） 新媒体、 传播效果

３０ 张举玺 男 １９６４ 年 郑州大学 河南辉县 新闻理论与实务、 国际新闻传播

３１ 赵月枝 女 １９６５ 年 （加） 西门莎菲大学 浙江缙云 （加籍） 传播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

３２ 胡正荣 男 １９６６ 年 中国传媒大学 宁夏银川 媒介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

３３ 冯雪松 男 １９７０ 年 中央电视台 内蒙古海拉尔 新闻史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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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说， “凝聚一个社会 （及各次级社会群体） 的 ‘记忆’ 是一种相当多元的、

易变的综合体， 在一个社会中，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有同样的 ‘社会记忆’。 所谓 ‘共同社会记

忆’， 是在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对立与竞争中， 强化自身或本群体的记忆， 或扭曲、 抹杀敌对利益群体

的记忆， 如此在争辩与妥协中产生的反映社会现实的 ‘记忆’ ” ［１］ ， 区别于文献资料以及文献资料所裹

挟的社会记忆。 口述历史研究所关注的个体记忆在记忆生产的过程中往往遵循着一套与前者不同的叙

事逻辑。 以德国哲学家本雅明提出的 “意愿记忆关乎体验、 非意愿记忆关乎经验” ［２］ 这一对辩证关系为

例， 个体记忆的叙事规律及其为历史叙事的转向所带来的结构性功能不仅值得深究， 更能为当代中国

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提供全新的突破口。

在本研究所面对的 ３３ 位研究对象中， 涉及女性学者 ４ 位， 男性学者 ２９ 位； 出生于上世纪 １０ 年代

的学者 １ 位、 ２０ 年代的学者 １ 位、 ３０ 年代的学者 ７ 位、 ４０ 年代的学者 ７ 位、 ５０ 年代的学者 １２ 位、 ６０

年代的学者 ４ 位、 ７０ 年代的学者 １ 位； 海外华人 ／ 华裔学者 ４ 位， 大陆学者 ２９ 位。 研究对象的工作院校

覆盖北京、 上海、 天津、 浙江、 广东、 湖北、 安徽、 四川、 河南等多地， 其研究领域也涉足新闻传播学

多个方向， 其学术成果均具有一定代表性。 更为重要的是， 这 ３３ 段学术人生中的苦难辉煌实则为中国

新闻传播学勾勒出了一幅真实且丰富的众生图景， 其人生轨迹中的共性与个性也足以突显出个体与时

代的交相辉映。

二

基于以上， ３３ 位受访新闻传播学者的学术人生展现出了一幅历史画卷， 其学术经历中所折射出来

的学术精神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勾连， 展现出了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一） 学术边界与政治领域交织紧密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治学之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较大， 在本研究中， 出生年代越早的学者受到

的影响就越深， 他们的学术思想、 命运轨迹几乎与中国的政治变迁紧密相关。 尽管这期间同样存在服

从与对抗、 跟随与反思的不同面向， 但无可否认的是， 他们的学术命运有着一条相同的逻辑， 那便是

直接服务于且受制于政治环境， 并且这一影响也直接投射在了他们各自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成果之中，

更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被永远地保留了下来。 当然， 政治因素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影响在整个中

国学术界并非特例， 而这种影响尽管在其后年代出生的学者们身上有着相对弱化的表现， 但实则依旧

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 学术轨迹从 “半路出家” 到 “百花齐放”

总体而言， 受中国新闻学科建设发展的影响，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的治学轨迹大都同样坎坷曲折。 由

于新中国成立后， 新闻教育的一度中断以及其后的恢复重建，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出生的不少新闻传播

学者都经历了 “半路出家” 的辗转， 并且很多都是从中文系的专业背景中脱胎而来， 而这一点又与早

年间新中国新闻学的学科设置和归属地位直接相关。 有关于此， 与新时期相比， 从旧社会走出来的新

闻传播学者更为明显， 而出生年代越晚， 学者们的专业背景就越发呈现出扎实纯粹的科班出身以及学

科共融、 百花齐放的特点。

时至今日， 新闻学的学理基础早已从注重采写的语言文学框架中脱离出来而迈向了更加宏富深刻

的政治学、 社会学、 传播学等社会科学的体系框架， 于是从 ６０ 年代出生的学者开始， 除了大多数从新

闻专业科班出身之外， 中国新闻学界慢慢出现了一大批由社会学、 政治学、 心理学、 哲学等人文社会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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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学科转入新闻学， 或是经由新闻学转出到这些学科领域继续深造的学者队伍。 在此背景下， 中国

新闻学在迈入新世纪以来愈发呈现出了多元交融、 百花齐放的勃勃生机。

（三） 学术路径重思辨轻方法， 治学规范相对欠缺

总体而言，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新闻学科自身发展阶段的影响， 普遍存在思辨

性有余而规范性不足的特点， 体现在研究方法系统训练的普遍缺失这一点上尤为明显。 而与绝大多数

在国内接受学术启蒙的新闻传播学者所不同的是， 早在求学阶段即远赴海外并且取得学位的一些学者

在研究方法等方面受到了较为严格的训练， 并且他们对于国内在治学规范等方面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以及国内学界与国际学界在学术规范方面尚存在的较大差距， 大都比较敏感且焦虑。

也正因如此， 受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影响， 出生于 ６０ 年代并且求学于 ８０ 年代的这一批人当中涌现

出了一批较为出色的学者， 他们以中国的改革开放浪潮为契机， 较早走出国门， 先国人一步与国际学

术前沿接壤并且完成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学术融合， 中国新闻学的发展也在他们个体的学术反哺事业

中呈现出了新的生机。

（四） 学术视野的相对局限及反思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受到时代环境的影响， 受制于语言基础、 政治环境以及求学经历的客观因素， 在

学术视野的国际化和开放性上相对局限。 并且， 在全球化时代下， 许多学者往往对这一问题保持着较

为清醒的认知， 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 而这一特点也反映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极强

的集体反思能力和前瞻意识。

有鉴于此， 大多数新闻传播学者在着意紧跟前沿、 求新求广的同时亦形成了对西方世界知识体系

与中国接轨的自觉反思， 在学术视野不断开放的同时愈发展现出了理性的辨别能力和审慎的选择能力，

这一特点体现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启学术生涯的新闻传播学者们身上尤为明显。 总而言之， 当代中国

新闻传播学者们正用心用力奔走在一条不断求索的道路上， 为新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腾飞和社会

建树完成着突破自我和集体超越的蜕变。

（五） 学术代际之间的鲜明集体特征

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就是， ３３ 位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新闻传播学者们展现出了相对鲜明的代际特征。

其中， 出生于旧社会的学者， 有着根深蒂固的精神信仰， 在特殊年代中历练出来的人生经历锻造了他

们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 服从大局的精神品质。 这一代人有着极强的政治意识和集体观念， 自我意识

相对较淡， 家国情怀强烈， 奉献精神较强。

４０ 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展现出了更为多元的精神特质。 他们经历了前所未

有的思想解放和命运轨迹的重大改变， 因此， 他们在思想深处往往对历史、 社会、 政治等方面会产生

自觉的质疑与批判。 但与此同时， 受成长环境的影响， 他们的精神深处又无法摆脱传统文化以及制度

环境在其启蒙时期对其精神人格塑造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因此这一代学者们身上往往兼具着较为复杂

多元的学术性格， 在传承与创新中负重前行。

对于 ５０ 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而言， 高考改变命运的人生际遇几乎映射在了他们每个人的身上，

职业身份的变化与命运轨迹的转折给这一代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惜时、 感恩、 事业心、 使命感， 这

些品质成了成就他们的共同标签。

对于 ６０ 年代出生的新闻传播学者而言， 正是他们中的一部分精英以中国国门洞开为契机， 率先闯

出大陆， 为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启了与西方学术传统接轨的集体轨迹， 尽管出国留学并非 ６０ 年代出生的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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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者的绝对共性或必由之路， 然而时代环境与客观条件的铺垫恰恰让这一代学者在学术资源

的享有和学术视野的拓展等方面展现出了与之前的学者有较大不同。

（六） 学术情怀的忠诚博大

值得注意的是， 在各个领域中堪称杰出代表的新闻传播学者们， 尽管其出生年代、 成长背景、 求学

经历、 学术旨趣等各有不同， 但是几乎都兼具一个共同的情怀， 那就是对于学术事业的热爱， 对于民

族、 国家的忠诚。

换句话说， 一段段具体且生动的个体命运呈现出了这样的规律， 即没有深切的爱国情怀与对家国

命运的责任意识， 也将无法真正成就这些一流的新闻传播学者在学术道路上的建功立业。 这也便是赵

月枝所说的 “学术人格” 与 “自然人格” 合二为一的深层意义。

（七） 学术论争由 “显” 至 “隐”

在新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学术史上曾出现过几次重要的学术论争， 这些学术论争本身也客观反映了

新闻传播学自身艰难攀爬的发展历程。 有幸的是， 在本研究所面对的这 ３３ 位访谈对象中， 许多人都是

历次学术论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然而遗憾的是， 这些论争的亲历者中有许多人都已作古， 口述历史

研究不可避免的怅憾也即在于此。

时至今日， 新中国的新闻学科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停滞、 沉淀、 复兴之后， 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

展时期， 而与早年相对浓厚的学术争鸣环境所不同的是， 新世纪以来， 学者与学者之间就学术问题公

开的、 直面的、 激烈的学术争鸣现象越来越少， 新闻传播学在日新月异的媒介社会发展态势之下进入

了一个跨学科、 多分支的阶段。 在学术团体、 学术会议、 学术交流从主题到形式日益丰富多元的今天，

学术场域的人情味愈发浓郁， 学者们之间有关学术论争的话语形式和表达方式从显性转向隐形， 这无

疑是耐人寻味的。

（八） 学术身份与实践领域的相对脱节

仅以本研究所针对的 ３３ 位研究对象为例， 有过相对丰富和扎实的新闻从业经历的学者并不算多，

尽管甘惜分曾担任新华社西南总分社采编部主任， 白润生曾在工人日报社任职一年， 邱沛篁与芮必峰

都有过长期的校报工作经历， 卓南生曾长期主持华文报刊笔政， 刘建明在辽宁丹东做过多年的广播电

台记者和广播电视局局长， 范以锦曾以南方报系掌舵者身份叱咤风云， 艾丰与冯雪松均为业界涉足学

术研究领域的特例， 但此外的绝大多数学者与新闻业界大都缺乏直接、 深入的接触， 更倾向于从学理

层面构建新闻学的学科基石， 而这一特点也对中国新闻学的现实图景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纵观 ３３ 位新闻传播学者学术人生的共性与特性， 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学术精神的流变一方面受

社会发展变迁中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与当代中国新闻学科的发展相辅相成、 互为映射。 换

句话说， 从微观层面看， 转型社会背景下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分化涵养了新闻传播学者个体学术精神的

异彩纷呈； 而从宏观层面看， 随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建设的不断繁荣， 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对于学科的

主体性认知也愈发清晰理性， 学术精神恰如学科地位， 从曾经的荒芜逐渐走向了自觉、 自信。

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赵智敏在其博士毕业论文 《改革开放 ３０ 年中国新闻学之演进 （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８） ———学术精神的追寻与理论重建》 中曾做过如下梳理： “在这 ３０ 年里， 新闻学的学科地位终于

得以确立。 如果说， 共和国前 ３０ 年的新闻学因为充当政治附庸的属从角色， 被驱逐于学术研究的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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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因而被人戏称为 ‘无学’ 的弱学科的话， 那么， 在改革开放后的 ３０ 年里， 中国的新闻学则渐渐

成长为当前的 ‘显学’， 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学科身份， 自立于哲学社会科学之林。 ３０ 年来， 由于学科地

位的确立以及相关学术环境的改善， 新闻学学术的生产力得到大大解放。” ［３］

众所周知， 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的新闻学受到历史、 政治、 社会等多方面发展因素

的制约和影响， 曾一度陷入了 “新闻无学” 的低谷。 尽管造成 “新闻无学” 这种说法的原因是多重的，

例如有人认为所谓做新闻不过就是新闻工作经验的堆积， 有 “术” 而无 “学”； 还有人认为新闻工作缺

乏自身规律， 被意识形态裹挟得太久太紧， 不过就是对上级宣传精神的领会和遵照， 是附属于政治学

或文学的子学科而已。 然而， 造成所谓 “新闻无学” 之说一度甚嚣尘上的局面， 究其根本原因， 还在

于新闻学迟迟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学科理论体系， 即便在其中摸爬滚打多年的新闻传播学者对于新闻

学的学科边界和理论核心往往语焉不详， 相当迷茫， 其学术精神的涵养可想而知。

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着传播学的引入、 新闻学术理论体系的不断夯实以及新闻学科建设的日益完

善， “新闻无学” 的说法时至今日已经逐渐销声匿迹了， 至少远远没有了早先的喧沸。 几代新闻传播学

者的坚实付出正在慢慢打消人们对新闻学曾经的偏见和误解。 在中国新闻学逐渐实现重建、 复兴并一

步步成长为 “参天大树” 的同时， 其研究主体的学术精神也在经历着不断的磨砺和塑造， 并且在学术

环境的日益变迁之下呈现出了自觉追求、 自信坚守的全新气象。 遍览 ３３ 位新中国杰出新闻传播学者的

学术人生， 他们在兢兢业业参与新中国新闻传播学术殿堂筑造的历史过程中， 也不断接受着历史变迁

与学科发展在他们身上所留下的烙印。 他们的故事、 他们的回忆、 他们的历经沧桑、 他们的悲欣交集，

无一不是中国故事的绝佳例证， 也无一不彰显了中国学者的真实心路。

总而言之， 穿越时代巨变， 兼具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术话语体系正在形成， 当代中国

新闻传播学者的集体格局与个体特质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并且融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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